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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文化大革命時期在江西井岡山地區新幹縣雲莊村插隊的上海知識青

年與當地農民為考察對象，以工分問題為敍事線索，再現在「農業學大寨」的背景

下，知青如何從堅持「繼續革命」，幫助國家教育農民，到圍繞着同工同酬問題與

農民展開長期博弈，最終在國家權力的干預下雙方相互妥協的過程。本文既揭示

出知青與農民兩個群體的身份差異、觀念差異和現實的利益衝突，也展現出農民

對於國家權力的態度與應對策略。研究發現，雲莊村土地資源豐富、工分值高，

但農民與知青之間仍舊存在着緊張關係，根本的原因並非農民的狹隘與排外意

識，而是經濟利益衝突以及農民對於上山下鄉運動和國家政策偏向的不滿。

關鍵詞：工分　上山下鄉　知識青年　江西　雲莊村

一　前言

在官方輿論宣傳中，上山下鄉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被政府賦予「培養革

命接班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逐步縮小以至消滅『三大差別』的深遠意

義」1。文革時期，上山下鄉運動又被宣傳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計」，「培養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根本措施」2。毛澤東1968年12月22日有關「知識

青年到農村去」的最高指示及《人民日報》的系列報導，既賦予農村地區的農民

對知識青年進行「再教育」的責任，又鼓勵知青在農村宣傳毛澤東思想，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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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路線，「防止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3。但現實情況是，插隊落戶的知

青被下放到人民公社最基層的生產隊裏，必須通過掙工分、參與農村的物質

分配來解決迫在眉睫的生計問題。生計問題不僅導致知青群體的內部分化，

而且造成知青與農村幹部、社員之間的對立與衝突。工分問題始終是知青與

農民關係的焦點4，在運動持續期間，國家幾次發文要求各地落實知青與社

員同工同酬5，但知青與農民的利益之爭始終未能得到徹底解決。

有關知青與農民關係問題，學界尚缺乏微觀視角的個案研究，尤其是欠

缺深入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再現整個運動期間農民與知青雙方關係變化的研

究。1970年代以來，海內外學界關於上山下鄉運動史的經典研究，如伯恩斯

坦（Thomas P. Bernstein）、定宜莊、劉小萌、潘鳴嘯（Michel Bonnin）等學者的

著作，奠定了上山下鄉運動史的基礎6，但由於材料限制與時代局限，這些

著作論述主體多為知青，敍事立場也傾向於他們。韓起瀾（Emily Honig）、趙

小建的著作利用大量基層檔案，發掘上山下鄉運動安置方的聲音與主動性，

例如作為知青安置地的地區、縣、社幹部如何千方百計地從上海獲取物資與

技術援助，但對於大隊與生產隊一級的幹部在上山下鄉運動中的角色以及農

民與知青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仍舊缺乏關注7。近年來一些考察區域上山下

鄉運動史的論文，在結構與主題上都採用通史框架，有史實而無史識。個別

論文儘管也涉及到知青與農民的關係，但論述扁平化，鮮有新意8。

中國農村的廣袤與差異性導致研究者很難對特定問題做出概述，但從個

案切入可以作出深入剖析。因此，本文從基層視角切入，以工分問題為敍事

線索，採用歷史學與政治人類學的方法，通過深度描寫（thick description）的方

式，考察在特定的自然環境、資源條件下，位於江西井岡山地區（現吉安市）

新幹縣的偏僻村莊中，來自上海的知青與當地農民圍繞生產與分配問題的複

雜互動景象。之所以選擇上海知青與江西農民的案例，是因為兩者之間的衝

突與磨合既是當時中國大部分農村地區知青與農民關係的縮影，但又獨具地

方特色。

首先，上海如北京一樣，也是文革的中心城市。上海也是中國當時最大

的、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工業城市。1968年2月至8月，上海六十一中學、陸行

中學、南洋模範中學、華東師大二附中、育才中學等多所學校的學生，主動

要求到井岡山插隊，有些學生還選擇自行徒步前往井岡山9。11月19日，上

海市革委會組織一千餘名初、高中學生前往井岡山地區插隊落戶。這是在毛

澤東「12 · 22」指示之前，全國範圍內得到政府支持，編成連、排、班（對應農

村基層組織形式的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的第一支下放青年隊伍。

下文將要討論的王宗仁群體便是這千人隊伍中的一部分bk。從「紅衞兵」bl到

「知青」，從「學生」到「農民」，王宗仁等人他們所經歷的這種身份轉變，以及

由此所感受到的心理衝擊，相比於一般的中小城市乃至縣城、鄉鎮學生更具

有代表性。他們的經歷與感受兼具「外來者」與「陌生人」的雙重戲劇衝突性，

更能說明城鄉差距與插隊落戶的本質問題。

其次，就知青安置地而言，井岡山地區與延安地區分別被視為革命的「搖

籃」與「聖地」，是很多中學生心嚮神往的地方。如上山下鄉運動伊始，北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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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學術論文 青都以去延安地區插隊為榮一樣，上海知青也為能去井岡山地區插隊落戶而

自豪。新幹縣地處江西省中部、吉安地區北部，以山地為主，山地佔據全縣

總面積的32%，主要種植水稻，林業資源豐富。雞峰公社（1981年更名為麥斜

公社，今麥斜鎮）的名字源於新幹縣最高點——雞落峰，其氣候適宜雙季稻種

植，山地面積大，是新幹縣主要的糧食與林木產區bm。雲莊大隊包括雲莊、

東嶺背、嶺山、洲老上四個村莊，雲莊村是雲莊大隊駐地，主要大隊幹部如

黨支部書記、團支部書記、會計與民兵連長都在雲莊村。這是一個以艾姓為

主的宗族村，約有60戶人家，人口約400人，勞動力150餘人，水田1,500畝， 

還有約6,000畝的山林（主要為油茶樹、樟木、杉木、松木）以及大片可開採的

丘陵山地bn。雲莊村副業發達，主要向外出售枕木、坑木、茶油。這樣的自

然、經濟條件既為接收和容納知青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也為知青與農民

雙方日後的「工分之爭」埋下伏筆。

本文所利用的主要資料包括上海知青王宗仁的日記、筆記、勞動手冊與

書信bo，以及筆者所做的口述訪談資料等非官方史料。此外，本文還利用了

相關檔案資料。王宗仁出生於1952年8月，為上海市盧灣區東風中學1967屆

初中生，1968年11月下放到雲莊大隊第三生產隊插隊落戶。其日記（含筆記）

從1968年11月19日離開上海市始到1975年9月19日通過「病退」回到上海市

止，共53.7萬字。其內容不僅生動、細緻、完整地記載了個人的插隊經歷和

心路歷程，也對知青集體戶成員的言行、心理狀況，知青與農民、幹部群體

的互動作了「旁觀敍事」式的詳細記錄。這些文本所呈現出的有關上山下鄉的

動態圖景遠比官方檔案更為立體與連貫，所揭示出的景象也更加複雜、豐富

且真實，並且迥異於官方敍事與知青主流話語。這使筆者在一窺王宗仁思想

轉變的同時，也能對他所在的知識青年班的分化、當地農村的生產與生活情

況、知青與農民關係有了更直觀的認識。更為重要的是，將日記、書信、回

憶錄等民間敍事文本與官方檔案材料進行對比與參照，可以勾勒出一幅更為

完整的上山下鄉圖景。

本文回到歷史現場，結合人民公社制度下的日常生產與「農業學大寨」的

時代背景，首先考察城市學生到達農村後面對革命與生計問題所發生的分

化，追溯與再現他們從「紅衞兵」轉變為「新社員」的過程與動因；然後從工分

制度與當地農業生產與管理切入，考察知青與農民圍繞工分問題產生的矛盾

與長期博弈，國家權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導致的問題，並進一步探究導致

知青與農民緊張關係背後的國家因素；最後從農村與農民的視角切入，展現

農民群體對於上山下鄉運動的認知、利益訴求與應對策略。

二　知青群體的分化與轉變

人民公社制度下，工分既是衡量社員在集體所有制經濟中所提供的勞動

量的計量單位，可以反映社員的勞動數量和質量，也是生產隊收益分配的主

要依據bp。「工分工分，社員的命根」這句當時全國農村流行語充分表明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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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於農民的重要性，但隨着1963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開展，尤其是農業

學大寨的開始，工分問題成為高層政治鬥爭的工具。1966年8月12日，在中

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正式發出「農業學大寨」的

號召bq。1968年4月，農業部印發〈全國學大寨勞動管理經驗現場會議紀要〉，

強調大寨黨支部取得勝利的關鍵是堅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農民，把改造農民

的世界觀問題當作頭等重要的工作來抓，狠狠批判為工分種田的思想br。在

極左意識形態影響下，1961年「農業六十條」規定的一些生產管理與社隊分配

方式bs，尤其是按勞分配的「定額記工」被攻擊為「物質刺激」、「工分掛帥」以

及「復辟資本主義的劉少奇路線」bt。本文所述的雲莊村故事，就是在此背景

下發生的。

1968年11月19日，王宗仁等六十一名來自上海的中學生到達新幹縣雞峰

公社雲莊大隊後，分散到該大隊的五個生產隊中。他們維持着「班」的建制（北

方多稱作「集體戶」），成立班務委員會，選舉分別負責學習、生活與生產的三

個班長，定期召開班務會、學習會、民主生活會。雲莊村共有四班、七班與

八班三個知青班。王宗仁所在的八班共十三人，都來自上海盧灣區。這批青

年中不少人來自同一中學（表1），在學校文革運動中也屬於同一派系。他們剛

下鄉時，皆佩戴着紅衞兵袖章，一些人還隨身攜帶紅衞兵證或學生證，尚未

從紅衞兵的身份與價值體系中脫離出來。

表1　王宗仁所在的知青八班情況表
性別 學校 家庭出身

男 女 東風
中學

南塘
中學

建慶
中學

工人 幹部 職員 小
業主

資產
階級

地主

9 4 8 4 1 3 1 4 2 2 1

資料來源：〈雞峰公社第一批上海知青名錄（插隊時間1968年11月20日）〉，載新幹縣檔案館

編：《憶青春：五百知青一個夢》（內部發行，2013），頁183-91；《王宗仁日記》，1968年12月

20日，上海知青研究資料中心；筆者對王宗仁的訪談，上海，2019年4月2日。

1968年底至1969年上半年，落戶雲莊的知青無論作為集體還是個體，都

還延續着集體主義精神，曾進行過平分工分收入、將安置經費捐贈給國家等

革命行為。他們對於農村與農民的認知，一開始也充斥着課堂教育和輿論宣

傳所灌輸的刻板印象。雲莊大隊書記艾啟發是一名兼具能力與威望的農村幹

部，該大隊也是雞峰公社工分值較高的富隊，卻因為在農業學大寨方面表現

不積極，經常被公社幹部點名批評，屬於公社「清理階級隊伍」的重點對象，

這直接影響到知青群體與農村基層幹部、社員之間的政治認同和身份認同。

1969年1月至3月，雞峰公社派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雲莊大隊進行清

隊，並召開「雲莊大隊革命群眾憤怒聲討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企圖

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大會」ck。針對大隊領導班子的「右傾」錯誤，

知青排長徐黎虹代表知青群體向艾啟發提意見，艾啟發卻引用毛澤東在八屆

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來為自己辯護：「毛主席說了，一個人為甚麼要有左右

手？沒有右，就沒有左。」cl大張旗鼓的政治活動、革命宣傳以及公社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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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學術論文 都沒有改變雲莊村實際的生產管理方式，該村仍在實行包工制，甚至是計件

制cm。據王宗仁記述，5月29日，生產隊安排社員砍竹子，每根竹子計4個工

分。知青認定這是生產隊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流

毒」的實證，向下放幹部與公社書記反映情況cn。國家幹部自然是鼓勵知青與

這種不良現象作鬥爭，但知青得不到群眾支持，最終偃旗息鼓。9月中旬，大

隊開會動員修山，講話內容雖突出政治，實施的卻是包工制，知青對此很是

不滿。11月中旬，生產隊安排部分勞動力剝油茶籽，更是明確規定50斤10工

分，王宗仁不禁感慨：「我很奇怪，這兒在執行甚麼路線？」「總之，一切都是

圍繞着工分轉！」co

1970年下半年，雲莊大隊各生產隊愈來愈多地採用鼓勵多勞多得的計件記 

工制，徐黎虹堅持不懈地多次向公社幹部反映雲莊村有違官方政策的現象cp。 

公社幹部也幾次找艾啟發問責，艾啟發都矢口否認，並再次向革命小將解

釋：「這樣做是沒辦法，但也要看到幹勁大，這就是毛主席思想。」cq艾啟發

自行解釋毛主席思想來為自己辯護的行為，又一次讓革命青年哭笑不得，但

又無計可施。不過，隨着知青更為深入地參與到生產勞動與分配，他們與農

民的政治認同差異逐漸淡化。首先是因為在工分制度的作用下，知青群體內

部也發生了分化與競爭；其次是因為在農村生活現實、知青城市家庭遭遇面

前，不少知青開始意識到自身的社員身份以及與農民同在社會最底層的處

境，革命宣傳開始變得蒼白無力。

人民公社制度下，評工分即確定每位社員的底分。底分是根據一個人的

綜合能力（包括體力、勞動技能等因素）和勞動態度而評定的基本分。自農業

學大寨以來，評定底分的方式為「自報公議」，即在生產隊社員大會上，各人

先自報一個數字，接着由群眾評他「值」多少分，再由隊務委員會決定通過，

並公開宣布結果cr。1968年12月底，雲莊村生產隊為知青初評底分，知青一

般自報0.5至1分不等，個別青年還提出不要工分。最後，貧下中農給他們評

定的底分由3至6分不等cs。這種公開的評比方式以及直觀呈現勞動能力強弱

的底分序列，給剛到達農村的城市學生帶來很大的衝擊與心理壓力。1969年 

2月初首次參與生產隊勞動分配之後，他們開始真切地意識到勞動與工分，工

分與現金、口糧之間的密切關係。而且，國家只負擔知青插隊第一年（1968年

底到1969年底）的口糧與生活補助，從1970年起知青需要完全自力更生，這

一現實促使他們開始重視生計問題。

圍繞着生計問題，知青群體內部發生了分化，集體主義與理想主義的革

命信念逐漸遭到瓦解，分化為堅持官方革命立場的「革命派」青年與轉向現實

主義立場的「現實派」青年。1969年5月底，革命派青年李武軍在民主生活會

上提出一個問題：「究竟是種田為革命，還是種田為工分？」ct引發多位知青

的熱烈附議，但集體討論與反省過後，多數知青的言行依舊如故。鑒於當時

「一切維護自身正當權益的言行，都被等同於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的表現」dk， 

現實派青年在革命道德上不佔優勢，但他們憑藉勞動能力強，以極大的熱情

投入到生產勞動中，繼而影響到整個知青群體的氛圍。這些青年爭相出工，

經常大聲討論工分值、出勤天數，互相比較底分，彼此暗暗較勁，對於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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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態勢愈來愈明顯。1970年起，一些知青積極參與實行包工的農活，對

於無法多勞多得的農活大發牢騷，拒絕出工dl。1972年起，雲莊村各生產隊

在農忙季節，普遍實行包工制度，使得農忙季節成為掙工分的黃金時段。這

時候，幾乎所有知青都熱衷於掙工分，而忽視政治學習與食堂事務。知青集

體開會批判這些問題，公社也時常辦學習班，以促進青年的思想革命化，但

都無濟於事。

這些知青雖然來自上海，但不少人的父母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家庭經濟

狀況變得非常拮据。桂修銘（四班）、周秀俐（七班）就是典型案例，兩人分別

為雲莊大隊底分最高的男、女知青。下鄉之時，他們的父親都被隔離審查，

工資只發放基本生活費，無法給予他們經濟援助。而且，作為官方定義的「可

以教育好的子女」，他們擔憂可能要永遠留在農村dm。桂修銘坦言：「當時我

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感，我沒有外援，我需要自己養活自己。」面對農村這些有

悖於農業學大寨精神的違規現象以及知青群體的分歧，儘管深感迷茫與困

惑，但他堅信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憑甚麼我要和那些不幹活的人拿一

樣多的工分？」於是他選擇不參與爭論，「多幹活多掙工分」。如果全年都在雲

莊村，桂修銘年出工天數可達350天（一般情況下年出工天數也在300天以

上），甚至多於當地農民。即使罹患肝病，「疼得在地上打滾」，他也沒有耽誤

出工dn。桂修銘出勤率之高、勞動之積極在王宗仁日記中也得到證實：「隊裏

是砍柴。除了桂修銘一人外，幾乎全部上海青年都未出工」；「桂修銘連續出勤

已百多天了，精神實在可嘉，然已積勞成疾，人的（肝炎）周期已到矣」do。

桂修銘不僅以勞動能力與勞動態度獲得了農民的尊重與認可，在身份與

利益認同方面，他也更認同農民，而非國家幹部。在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 

的命令下，江西省1970年開始全面推廣矮稈水稻dp。1971年8月，雞峰公社

到雲莊大隊檢查生產，發現了500餘畝高稈品種水稻，檢查團對雲莊大隊的黨

總支提出嚴厲批評。之後，公社幹部還將陽團大隊一名「先進的」上海知青與

桂修銘做對比，稱讚前者捍衞毛主席革命路線，堅決反對和制止「高稈復辟」，

斥責後者非但參與，而且與思想保守的幹部一起「欺上瞞下」dq。對於此事，桂 

修銘的解釋與官方觀點大相逕庭，他稱自己作為「直接參加種大田的知青，已

經是在最底層了」，「限於我當時的身份和成份，我和公社幹部接觸非常少，

有甚麼情況也絕對不會向他們去匯報」dr。

一些勞動能力強又腦袋靈活的知青成為生產隊幹部後，也如艾啟發等農

村幹部一樣，不僅對公社命令虛與委蛇，甚至也會帶領社員做違反國家政 

策的事情。陳雙（七班）就是這類知青的代表。他也曾擔心自己無法離開農

村，因此專心學習技術性農活，提高個人底分。因其父母都在學習班，家 

中只剩下年邁的祖母，陳雙還在1970年把弟弟帶下鄉，用工分養活自己與 

弟弟。農民對他這一舉動頗為同情並予以照顧。他在1975年擔任生產隊長

後，帶頭瞞產私分：稻穀入倉庫時是「大秤進」，若實際重量120斤，賬目記錄

就寫115斤，瞞產5斤。當地氣候潮濕，乾穀放置一段時間後含水量增加，賣

給國家時可達123斤，如此共多出8%左右的重量；多出的稻穀私下裏平分給

社員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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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學術論文 革命派青年是否發生了類似轉變呢？以王宗仁為例，他在日記中經常 

進行「鬥私批修」，但義正詞嚴的革命話語背後的難言之隱卻是濃厚的生存 

焦慮與政治危機：其勞動能力較弱，出勤天數1969年為141.6天，1970年為

130.6天，1971年為218.4天，1972年僅129.6天；祖父與父親在文革中的遭遇

又令他有着強烈的政治敏感dt。插隊四至五年後，王宗仁也從1969至70年間

對桂修銘等人的大加批判——「工分、工分、一切都是圍繞着工分。就是此類

人的生活邏輯！」「桂修銘對隊裏評工分意見很大」，「我認為如果在工分上老

是斤斤計較，勢必成為一個『工分迷』，成為一個不問政治的『馬大哈』、糊塗

蟲！」ek——逐漸轉變為佩服他們的務實精神：「我逐步覺得自己嚴重缺乏的

是他〔桂修銘〕身上所具有的實幹精神」，「這〔實幹精神〕在人心頗為動盪的環

境中是極為難能可貴的」，「這是一個痛苦的思想轉變過程」el。革命派青年在

經過一番自虐式的鬥私批修後，最終與現實派青年殊途同歸。

總體而言，大多數知青在與農民

的朝夕相處、辛苦的體力勞動以及疲

於應付公社幹部的農業命令中，逐漸

意識到「新農民」的體制身份，與農民

產生了真正的共情。他們開始從毛澤

東思想的守衞者、貫徹者，轉變為同

農民站在一起對抗國家幹部、國家意

志的「知青社員」。但是，隨着知青開

始重視現實生計與未來前途，他們與

農民之間的利益之爭也浮出水面，並

愈演愈烈。據王宗仁日記記述，很多

知青對於出工「挑肥揀瘦」，導致艾啟

發等大小隊幹部批評知青「工分掛帥」

與「爭工分」em。「工分掛帥」從知青教

育農民的革命武器，變為農民對知青

進行再教育的話語。這頗具諷刺意味

的反轉也是工分問題成為知青與農民

利益之爭的集中體現。

三　知青與農民的工分博弈

從上山下鄉運動的檔案材料可見，農民一方抱怨上山下鄉運動是「國家揩

生產隊的油」、知青與農民「爭工分」；而知青一方則抱怨農民排擠、歧視他

們，刻意壓低他們的底分。兩種對立的說法迅速在各地鄉村流傳開來，並且

貫穿上山下鄉運動始末en。究竟哪一方的說法才是真實情況？學界一般認為

農民與知青的利益之爭多是發生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土地與人口的比例是影

響農民與知青關係的主要因素eo。雲莊村地多、勞動力少，當地幹部與社員

王宗仁的勞動手冊中記載了他的工分和出勤天數。	

（圖片由張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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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歡迎知青的到來，但當知青安頓下來後，雙方卻圍繞着工分問題產生了

長期的緊張關係，究竟原因是甚麼？

自從建立初級社之後，底分一直是工分制度的基石，是一種通過相互參

照而確立的工分序列。在雲莊村，擅長技術性農活的成熟勞動力被稱為「老

農」，底分一般為8至10分，剛參加大田勞動的勞動力則被稱為「短個仔」，底

分多為3至5分。若想提高底分，需要學會諸如播種、犁田、耙田、插秧等技

術性農活。從短個仔晉級到老農一般要延續幾年，因此在一般情況下，底分

一旦評定，則「能上不能下」ep。雲莊村的農忙季節為清明節之後的春插以及 

7月至8月的雙搶（搶收搶種）、10月至11月的秋收，生產隊幹部為提高社員 

的勞動積極性，農忙季節的底分會高出非農忙季節底分的20%左右，甚至

40%eq。

1968年12月底，生產隊給上海知青初評底分，八班的王宗仁與郭大江因

為做宣傳工作被評6分，在知青中獲得最高分，其他知青則為3至5.5分，女

知青普遍在3分左右。七班知青工分普遍較低，男知青最高為5分，其他人3至 

4分不等。他們在評分會上向貧下中農表示同意，第二天則「不斷罵娘」er。

1969年3月上旬，生產隊調整知青底分，多數人底分未變，例如王宗仁、郭大

江仍舊是6分；少數人有所增加，但幅度很小，如費振鐸增加0.1分，李武軍

增加0.4分es。7月中旬，生產隊再次評定底分，大多數知青的底分被減少，

例如王宗仁、郭大江等六人被減少0.2至0.5分不等et。這些知青倍感恥辱與

氣憤，抱怨生產隊幹部故意歧視他們。事實上，生產隊幹部是根據他們春插

的表現來決定降低還是增加底分的：一些知青尚未適應水田的勞動環境，如

郭大江患有嚴重的皮炎，無法下水田勞動，影響了出勤率；有些知青如王宗

仁則沒有學會插秧等技術性農活fk。

8月16日，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強制規定插隊知青工分不得低於 

5分fl，10月2日，雞峰公社幹部劉兆豐到雲莊大隊召開會議落實這一指示。

參會者包括下放幹部、知青、大小隊幹部和社員，很多社員不同意給知青提

高底分，多數大隊與生產隊幹部也表示不理解，他們強調知青既不會幹技術

性農活，出勤率又低，不應該提高他們的底分。最後，在劉兆豐的壓陣下，

各生產隊才勉強把知青工分都評到5分以上。劉兆豐也告誡知青：既然隊裏已

提高他們的底分，他們也必須保證高出勤率fm。但此後知青出勤率依然很

低，導致大隊幹部時常在晚上召集知青開會批評他們。

1970年3月與4月，生產隊兩次重評知青底分，給不少知青提高了底分，

如王宗仁為6.2分，桂修銘為6.5分。桂修銘成為知青中最高分者，但他與四

班知青張櫓等勞動能力強的青年均認為自己已經與社員不相上下，希望底分

至少要有7至8分或以上。此次春插開始後沒幾日，多數知青出勤率再次下

降，社員對此不滿，議論紛紛。很多生產小組並不願意要上海人，尤其是女

知青。民兵連長發現知青不會某些技術性農活後，痛斥他們是「飯桶」fn。5月

12日，中共中央轉發國家計委軍代表關於進一步做好知識青年下鄉工作的 

報告，重申「各級革委會特別是社、隊領導和貧下中農，要遵照毛主席『應當

歡迎他們去』的教導」，「一定要做到同工同酬」fo。28日，雞峰公社召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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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學術論文 宣讀報告內容。公社幹部率領檢查團到雲莊大隊落實報告內容，但是經過一

番調查後，落實重點變為提高知青出勤率，僅為桂修銘、李武軍、郭大江、

陳雙四位知青增加了底分fp。7、8月的雙搶季節，上海知青出勤率很高。9月

7日，生產隊開會公布雙搶底分，知青與社員的底分差距很大——前者最高僅

8.6分，後者最高為14分。四班知青決定先向大隊提出要求，敦促生產隊幹部

重評知青工分；如果大隊置之不理，則採取寫大字報的方式，同時到公社以

至縣裏提出抗議fq。

9月8日早飯後，四班知青將大隊會計艾德才叫到大隊部，堅決要求同工

同酬。大隊書記艾啟發避而不見，生產隊長鄒九生對知青表示不滿。四班知

青郜正文當面訓斥艾德才等大隊幹部「一貫不走群眾路線」，經過一番爭執，

艾德才最終答應知青分班重評工分。當晚，艾德才和幾位老農參加四班評 

分會議。知青一方提出要以張櫓為「標兵工分」fr，評13分，遭到幹部與社 

員一致反對，認為應評11.5分。在爭執中，一位老農指責知青「你們沒有好好

接受再教育呀」；知青則反唇相譏，稱大隊與生產隊從來都不重視再教育 

工作，連最起碼的學習班形式也「打折扣」進行（學習班關係到政治工分問題，

下詳），雙方最終不歡而散fs。經此交鋒，上海知青認為貧下中農對於「再教

育」的理解就是把知青當作免費勞動力使用，決心聯合起來維護自身利益。他

們準備在分組方面尋找突破口：各個生產小組組長都是貧下中農，工分也是

各組評議確定的，生產方式是定額包工。勞動任務額按照底分確定，農民的

底分高，小組總任務額就高；工分分配按照底分分配，知青底分低，分到的

工分就少。若知青獨立成組，不僅任務額低，而且內部可實現工分的合理分

配。但是，9月14日，七班女知青劉紅突然被上調至井岡山化工廠，成為首個

離開雲莊村的知青。此事在知青間引發震動，令他們暫停了尋求獨立分組的

努力ft。

1971年春插，各個勞動小組評農忙底分。知青中最高分為11.2分，其餘

則在8.5至11分之間，有十個農民為12分。知青與農民的勞動差距仍舊是存

在的，如三個農民日插秧可達4.41畝，三個知青只能達到3.8畝gk。該年度雙

搶季節的底分，農民給男知青普遍評得比較高，女知青中僅周秀俐達到8分，

其餘皆在7分以下gl。7月13日，雙搶正式開始，一周後，知青的出勤率又開

始降低。艾德才多次催他們出工，但並無效果。王宗仁日記不時出現相關記

述：「今天我沒出工，造成三組無一上海人出工，德才很氣」；「小屠未出工，

被德才斥了一頓」；「早飯後德才動員劉、金、湯出工，劉仍未去。德才下午很

氣」。針對知青出勤率問題，大隊8月3日再次召開五七大軍會議，艾啟發與

劉兆豐都發表了講話gm。為提高知青出勤率，大隊與生產隊幹部不得不作出

讓步——上海知青終於在本年的秋收季節（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成功實現獨

立分組。其後，知青每日都很早完成任務指標，甚至超額完成收工回家，與

周圍還在勞動的農民小組形成鮮明對比。

1972年春插，知青小組突擊村裏產量最高的一塊田地，因田裏水位高，

插秧時出現了「漂秧」的情況，秧苗浮在水面或泥面上會影響產量gn。等稻苗

成長起來，缺秧問題便會顯現出來，生產隊於是急忙派人補救，但為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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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搶收早稻時，該田嚴重減產。大隊與生產隊幹部因這起生產事故取締了

知青獨立分組的「特權」，但知青一方認為根本原因在於農民嫉妒知青獨立分

組掙的工分多go。王宗仁1972年的勞動手冊表明，4月至5月他共出工四十

天，在春插大忙十五日所得工分達276.6分，日均18分，而非農忙的二十五日

只有180分。

1973年，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教師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及 

毛澤東回信的事件持續發酵gp，再度引發一系列上山下鄉政策調整，尤其是 

8月4日，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於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報告（此

即有關上山下鄉運動最重要的中央30號文件），插隊知青在工分、口糧、住

房、醫療以及招生、招工等各方面都受到特殊照顧與重視gq。在此背景下，

雲莊村知青的工分得到極大保障，一些勞動能力強的知青，如桂修銘的底 

分被評為10分（男勞力中最高分）、陳雙為9.5分gr；體弱的知青也被安排了輕

便農活。1974年底，為響應國家成立青年隊的號召gs，在公社幹部、上海慰

問團、大隊幹部的聯合幫助下，東嶺背青年隊正式成立gt，由各生產隊劃 

出土地，青年隊在經濟上自負盈虧。此後雲莊大隊知青與農民的「工分之爭」

告一段落。最終，國家權力終結了上海知青與雲莊農民之間曠日持久的利益

之爭。

知青的到來是否提高了雲莊村的產值？王宗仁所在生產隊1968至1974年

間的工分值表，直觀地反映出上海知青的到來對當地收入的影響：1968年的

工分值為1.22元，顯然是因為11月下旬到達的知青僅參與了12月份的收益分

配，此後幾年的工分值再也沒達到1968年的水平（表2）。就一級勞動力的口

糧標準而言，1968年為820斤（原穀，相當於每月48斤大米）；1969年因洪水

影響了收成，降低為640斤；1970年增長到720斤；1975年增長到780斤，但

最終也未能達到1968年的水平。這些數據足以證明在人少地多的地區，也會

出現知青攤薄當地農民的收入與口糧的情況，這顯然會影響到雙方關係。

表2　雲莊村第三生產隊工分值表（1968-1974）

年份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工分值（元） 1.22 0.88 0.88 1.2 1.12 / 1.09

資料來源：王宗仁的勞動手冊與收支記錄，上海知青研究資料中心。

說明：1969至1970年的工分值銳減是因為先後遭遇洪水、蟲災等自然災害，但1971至1974年

屬於正常年景。

從上海知青與雲莊農民圍繞着工分問題長期而複雜的互動與博弈可以看

出，雙方的利益關係其實是非常緊張的。站在知青一方來看，他們農忙季節

出勤率低的原因，除體力不支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對同工不同酬的不

滿，因此才消極怠工。但從知青在短期內並沒有提高當地生產力與收入的結

果來看，農民的怨言也是合乎情理。從總體而言，多數知青的勞動能力、技

能、吃苦程度與老農相比，仍舊存在一定的差距。體力弱的知青實際上得到

了農民的照顧，例如「罰議」這一工種便是為無法從事重體力勞動的知青特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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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學術論文 的臨時崗位hk。公社幹部代表國家多次介入知青的工分問題，根本目的是將

知青穩定在農村，維持上山下鄉運動的繼續進行，因此不可避免地帶有偏袒

知青的傾向。當國家強制農民提升知青底分，而知青的勞動技能與勞動付出

達不到底分所代表的當地水平時，就加劇了知青與農民的矛盾。上文提到江

西省革委會要求提高所有知青的底分，社員與大隊、生產隊幹部都很不滿，

但又不得不遵從這一政治命令的案例，充分證明了國家是以強迫農民犧牲自

身利益的方式滿足知青的需求。農民難以接受公社所要求同工同酬的政策，

還有一個因素是上山下鄉運動所帶來的相對剝奪感，知青是「單身漢，負擔

輕」，「生活有困難，上海爺娘會解決」，而農民只能靠工分收入養家餬口。因

此，農村幹部常常調侃：「你們上海有個爹，北京有個爺」，「反正你們上海人

有錢」，「上海人有鈔票，超支不要緊」hl，這些話語無不透露出農民對國家發

起上山下鄉運動以及政策偏向的不滿。

四　農民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認知與應對

對於知青與農民之間關係緊張的緣由，伯恩斯坦稱：「抱着狹隘觀念的 

農民不僅以排外主義對待外來者，而且歧視性地對待物質分配。」hm定宜莊也

認為，「存在於中國廣大農村落後的傳統習慣勢力，在本質上是與文化、與知

識對立的，它往往通過對知識青年的反感、歧視與排擠等方式表現出來」，

「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願望落空，除知青自身因素之外，「農民對知青的戒

備、排斥心理」是雙方無法融合的更重要因素hn。潘鳴嘯亦稱「農民一般具 

有自我封閉的傾向」，「懷疑並排擠」外人。他訪談的知青「都指責農民無條件

服從幹部」，認為「農民沒有資格對他們進行再教育」ho。這些帶有道德判斷 

色彩的論述顯然是站在知青與知識份子的立場而言的。在學術話語體系中，

農民的主體性與能動性未被充分發掘與展現；而知青的回憶敍事及相關文學

作品塑造了有關上山下鄉運動的不盡真實的集體記憶hp。下文從農民視角 

切入，考察農民如何理解與應對上山下鄉運動，可以得出迥異於現有論述的

結論。

根據筆者的訪談資料，雲莊大隊的幹部當時對於上山下鄉運動的認識與

國家的宣傳大相逕庭。與知青年紀相若的前大隊團支部書記艾冬生是回鄉青

年，他認為上海人是來體驗農村生活的hq。大部分社員認為這群上海學生是

犯錯誤的「小牛鬼蛇神」。1968年12月底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公開發表，在傳達

到雲莊村後，知青剛感到揚眉吐氣，艾啟發卻對他們說：「毛主席讓你們來，

毛主席也會叫你們回去的！你們在這兒呆不長！」hr這樣的認知在江西頗具代

表性，江西農村的幹部根據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接收下放幹部的經驗判

斷，認為知青不會扎根農村，這直接影響到他們對於知青生活的長期安排。

不同於當時報紙宣傳，江西很多基層幹部和農民並無做好周全充足準備迎接

知青，導致很多知青暫時或者長期睡在倉庫或祠堂。在雲莊村，四班與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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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知青自到達後，便住在生產隊倉庫；其他知青則住在被要求讓出住房的

地主與富農的房子裏。直到1973年夏季，雲莊知青才搬入建好的知青房hs。

雲莊村雖然地處偏僻山區，但有着悠久的耕讀傳統。地主之子艾煥彩是

新幹縣共產主義小組、新幹共產黨組織的創辦人ht；村內有十幾位回鄉高中

生，他們的知識文化水平甚至高於初中水平的上海知青。因為缺乏勞動力，

雲莊大隊非常歡迎移民，1950年代以來曾接收、安置浙江水庫移民和河南逃

荒難民。這次他們也非常歡迎上海知青的到來，艾啟發還特意擴大了1969年

的水稻秧田面積。知青到達後，生產隊很快便安排他們幹農活，為他們評工

分，還在年終分紅時為僅勞動一月餘的知青分紅。顯然，這些舉動都表明基

層幹部是將知青當作普通勞動力平等對待的，但是社員尚未感受到知青作為

新生勞動力量的作用，卻先感覺到「政治工分」（指參與政治活動而記的工分ik） 

的急劇增加。

此前社員只需要負擔大小隊幹部參加公社會議的工分，自從知青到來

後，為進行再教育工作，公社要求大隊為知青舉辦各種學習班、鬥爭會，或

要求知青到公社參加會議，這類政治活動都由生產隊記工分。僅1968年底到

1969年上半年，由公社舉辦的政治活動就有23次，其中18次安排在白天，佔

比82%，佔用勞動日13.6日。這些活動多數由全體知青參與，六十一名知青

若參加一整天的學習班，按照人均底分5分記，就有305分，若工分值為1元， 

則意味着一天分掉社員30.5元，卻無任何實際產出。此類非生產性的工分被

社員譏之為「快活工分」與「恰冤枉」il，意思是知青佔了社員的便宜。社員對

此怨聲載道，必須完成公社任務的大小隊幹部不得不實施折衷辦法：既然白

天的活動才會記工分，那麼就盡量將政治活動挪到晚上進行。1969年下半年政 

治活動的明顯變化便是安排在晚上活動居多，共24次，佔比77%。安排在勞動 

日的政治活動不僅劇減，且呈現出明顯的「限制參與」傾向，很多活動只由知青 

班長或知青代表參與im。可見，社員表達了自身利益訴求，大隊與生產隊幹部 

對於上級命令也非全盤接受。公社幹部還要完成更重要的農業生產任務，為求 

大隊與生產隊幹部的合作，只好默許他們對於再教育工作的應付策略in。

除集體會議、學習班之外，社員也需要負擔一部分知青被大隊或公社抽

調使用的日常性或階段性的隊務工分。例如1968年底至1969年3月，王宗

仁、郭大江被抽調參與公社所要求的、大隊不得不進行的革命宣傳與布置工

作。王宗仁這一時期的勞動工天數與隊務工天數對比如下（表3），可見隊務工

的天數多於勞動出工的天數。

表3　王宗仁的勞動工與隊務工天數比較

時間 勞動工（日） 隊務工（日）
1968年12月 13.4 16
1969年1月 5.8 16.2
1969年2月 3.8 6.8
1969年3月 10.8 10

資料來源：《王宗仁日記》、王宗仁勞動手冊與收支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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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學術論文 對於這些額外的負擔，農民雖然不會公開抵制，但會以其他方式彌補損

失。雲莊大隊挪用了六十一名上海知青的建房經費，在1969年購買了一台拖

拉機，成為全公社首個擁有拖拉機的大隊。1971年夏季，幾位男知青想要拆

掉居住房子的兩塊板壁，以利於通風透光，艾啟發聞聲趕來，大發雷霆地加

以制止io。原因在於他認為上海知青早晚會離開雲莊村，房子還要等他們走

後歸還原主。直到1972年落實中央政策時，雲莊大隊才歸還這筆建房經費，

年底開始給知青建房子。1973年知青房建成後，室內需要再做一個木質頂

棚。儘管雲莊大隊盛產杉木，當地農民造房子也都用杉木，大隊幹部卻要求

知青去砍松樹當樓板。在松樹伐倒之後，大隊幹部又在由誰承攬木材加工問

題上自行其是，硬將公社知青辦派來的鋸板匠趕走，讓本村鋸板匠承接這筆

生意ip。因為鋸板屬於副業活動，鋸板匠需要向生產隊交錢，這些收入可以

提升生產隊工分值。類似的事情也體現在菜園方面。1974年10月，生產六隊

建倉庫，佔用了知青的部分菜地，需要另外撥地給知青班。對於新菜地的選

址，知青提出的意見都被幹部否決。知青想要與社員換地時，也被生產隊幹

部制止。生產隊幹部告訴他們，此菜園的主人雖然住在外村，但是還會回來

的，知青沒有菜園的「所有權」，只有「使用的權利」；並強調知青的人數一直

在減少（此時已有十一名知青離村），又不會長期落戶，「為何來爭這一點菜園

呢？」iq由住房與菜地問題都可以看出，大隊與生產隊幹部捍衞社區利益的意

志非常堅決。

1974年底，大多數上海知青加入東嶺背青年隊後，才從被農民排擠、忌

憚的對象，變為被農民羨慕的對象。在上海方面技術與器械支援下，青年隊

利用當地資源與上海的技術與機器支援，建立木製品小工廠，工廠收入又可

購買化肥、農藥、農具，以工促農，成功實現多種經營。青年隊建隊時僅

十三人，到1977年發展到三十一人，人均糧食產量從300斤增加到500多斤，

工分值穩定在1.2元，所有青年除去糧油開支，平均進款250至350元ir。雲

莊農民有時候不得不出錢購買知青多餘的口糧，或向知青借錢應急，相比於

之前雙方關係變得更好is。1977年，雲莊大隊黨支部還因「認真加強黨對上山

下鄉工作的領導，充分發揮知識青年在三大革命運動中的積極作用，取得優

異成績」，獲得新幹縣革委會頒發的獎狀。儘管知青成為了農村中的佼佼者，

但他們並不會滿足於留在農村。實際上，從1971年開始，知青就紛紛通過升

學、病退、轉插等途徑陸續離開農村。到1979年春節，雲莊大隊已經沒有知

青，恰好印證了艾啟發關於上海知青早晚都要離開的判斷。

從全國層面上來看，各地農民對上山下鄉運動的最初認知，大致可以總

結為三個方面：城市轉嫁糧食危機到農村；城市驅散不良人群到鄉村；城裏

人短暫地接受勞動鍛鍊，體驗農村生活。劉小萌的著作也表明，全國各地的

農村幹部普遍把知青看作過路客、歇腳鳥和額外負擔it。知青工作難做成為

各地農村幹部的共同抱怨。江西上高縣界埠公社有大隊幹部說：「寧願管一千

老俵〔方言，老鄉之意〕，不願管一個知識青年」jk；金溪縣有些幹部也認為

「大城市來的，社會經驗多，問題不少，麻煩事多，不好領導」，「上海青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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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弄，不如南昌學生好弄」jl。相比於大隊與生產隊幹部，社員對上山下鄉運

動的看法更為消極。江西的檔案材料與知青敍事都顯示，社員普遍認為上山

下鄉運動是「國家揩生產隊的油」，「好人不下鄉、下鄉冇好人」、「上海知青是

屋檐下的躲雨客」、「上海知青是毛主席的崽」、「知識青年早晚要走的，『兔子

尾巴』長不了」之類的諺語與說法更是在各地農村廣泛流傳。江西上饒地區甚

至有社員謾罵道：「上海佬，死了好，吃了我們的穀，害得我們不能打平伙

〔平分稻穀，極有可能為瞞產私分的稻穀〕。」社員中政治地位最為優越的貧下

中農，對於「再教育導師」的身份頗為茫然，不知道該如何教育知青，因為「這

些人都是從大城市來的，有文化、有知識，能說會道，還要我們教育他甚麼」， 

「他們是大城市來的，在我們山溝裏蹲得下來嗎」jm。

從雲莊案例來看，雲莊村幹部、社員從歡迎知青到排擠知青的態度轉變， 

顯然並非因為狹隘意識與自我封閉的問題，而是基於對中央發起這場運動的

動機的懷疑以及伴隨運動而來的問題。這個案例的學術意義在於，它證實了

即便在較富裕的村莊，農民與知青的關係仍舊緊張。這一深入至村莊日常生

產與生活的考察證明，在上山下鄉運動中，農村幹部不僅會用革命話語為自

己做辯護，而且會通過各種方式抵制國家政策，使整個運動始終呈現出「國家

揩生產隊的油」與「生產隊佔國家便宜」的張力。

雲莊案例也形象地闡釋了農村幹部並非鐵板一塊：人民公社體制下的三

級幹部所代表的利益各有不同：體制身份屬於「幹部」、從國庫領取薪水的公

社幹部，通常會要求大隊與生產隊幹部貫徹落實國家政策；但體制身份屬於

「農民」、從農村社區領取口糧和補貼的大隊與生產隊幹部，通常更在意生產

隊與大隊的利益，實際上與社員站在一起，若公社命令有損農村利益，他們

便會想辦法減少損失。代表國家意志的公社幹部為求大隊、生產隊幹部的合

作，也不得不向他們作出讓步。在全國層面上，正是因為廣大農民對於工分

問題的弱勢抵抗意志堅定而持久，國家即便三令五申也難以從根本上解決農

民與知青的利益矛盾，脫離生產隊、獨立核算的知青青年隊才應運而生 jn，

這也標誌着上山下鄉運動「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再教育」理論之徹底破產。

李懷印、高王凌認為集體化時期農民通過執著和堅定的抵抗，能夠對國

家鄉村政策的制訂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高王凌指出，農民認為國家將他們的

勞動成果拿走過多，他們不敢直接反抗集體化政策，於是採用瞞產私分、偷

拿、私下修改制度等方式尋求補償jo。李懷印則認為，一旦國家在農村建立

起行政及意識形態上的控制權，「為了抵制危及其生存的、不得人心的國家政

策」，村民會「運用官方的話語來表達他們的要求，使其行為在國家面前顯得

『正當』（rightful，亦即合法）」jp。對於上山下鄉運動，農民也持有類似的認

識，採取了相似的應付策略。在雲莊案例中，他們通過壓低知青底分、挪用

知青安置經費、拖延為知青建房等方式彌補大隊與生產隊在上山下鄉運動中

遭受的不公平對待。所謂「農民一味順從幹部」的說法，有失偏頗。農民的種

種抵制行為，迫使國家不斷調整、修補有關上山下鄉運動的相關政策，直至

結束這一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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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學術論文 五　結語

2021年4月22日，新幹縣檔案局前局長鄭劍平發表了一篇名為〈山溝溝裏

來了一群知識青年〉的文章。此文根據雲莊大隊黨支部匯報知青工作的檔案材

料寫就，主要內容為黨支部如何做好安置工作，幹部、農民與知青之間的關

係如何水乳交融。該文稱：「青年們一到各生產隊，在鑼鼓鞭炮中進了村，住

宿廚房都是現成的，牀鋪是新製的，生活勞動用具是事先準備好的，菜地是

早已種上的。」jq而王宗仁日記卻記述了，剛到達農村的兩個夜晚，七位男知

青如何在六塊牀板上和衣而臥，度過寒冷的冬夜。1969年4月3日與4日，王

宗仁與班長金永芳去新幹縣購買柴刀、釘耙等必不可少的農具。由此可見，

不同於官方敍事和後續的知青敍事，日記、筆記等當時的記錄材料，使我們

可以更好地理解在特定的歷史背景與經濟環境下，城市學生與農民之間發生

的摩擦與融合。

2018年，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發現，無論是雲莊村農民還是昔日的知青，

幾乎無人記得或願意提及農民與知青之間發生過的「工分之爭」。如今海量的

知青回憶錄、回憶文章所形成的知青敍事中，不乏炫耀在農村如何辛苦奮

鬥，插隊時期一年出工多少天、掙多少工分的內容，鮮有人提及自身對工分

問題的思想與行為變化。從雲莊案例可以看出，知青經歷了從「幹革命」——

擁護農業學大寨、幫助國家教育農民，到認同農民，與農民一起對抗國家，

再到與農民「爭工分」——捍衞自身利益的轉變，可視為從紅衞兵到知青再到

「新社員」身份與角色的歷史轉變。此外，知青與農民的關係演變經歷了一個

長期的複雜互動過程。兩大群體對上山下鄉運動的理解相差甚遠，城鄉戶口

制度及其背後一系列體制性、結構性的差異，導致知青與農民都以「他者」的

眼光審視與評判對方。在後來的長期接觸中，同在「農村現場」的事實促使他

們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身份和觀念差異。

就農村與農民的生存現實而言，李懷印等學者指出高度平均主義的勞動

報酬和收入分配方式，事實上僅存在於毛澤東時代農業政策最為激進的若干

年份（如1958至1960年、1966至1969年），而在集體化時期的其餘年份，普

遍地存在着各種不同的勞動計酬和收入分配制度，這些制度將每個社員的勞

動投入與其集體收入掛鈎，從而產生了一個具有高度物質主義取向的激勵機

制jr。上海知青在雲莊村發現的種種物質刺激現象，其實在全國各地農村普

遍存在。知青與大隊書記艾啟發的角力，不過是深受革命理想與意識形態宣

傳侵染的城市學生接觸真實的農村與農民後的最初反應，類似的故事在全國

各地上演。事實勝於雄辯，各地知青後來都經歷了深刻的思想轉變js。史無

前例的上山下鄉運動，最終結果是農民的價值觀與行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改

變了城市學生。就國家意識形態的目的而言，借助知青教育農民——宣傳毛

澤東思想，加強農民的社會主義教育，最終以失敗告終。

潘鳴嘯認為上山下鄉運動是一個大規模製造「新人」的失敗實驗，知青最

終回歸到注重自身利益的「舊人」jt。綜觀王宗仁等人如何從「繼續革命」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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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再教育	

「掙工分」與「爭工分」，可總結出知青所經歷的再教育並非貧下中農的革命理

想主義再教育，反而是農民基於經驗理性的現實主義再教育。但知青也並非

潘鳴嘯所說的「舊人」，因為他們是歷史上空前絕後的一大批真正與農民長時

間胼手胝足、患難與共的群體。知青一代的轉變其實隱喻着深層次的政治與

經濟危機，他們可謂見證了文革的理論、農業集體化的政策以及上山下鄉運

動在農村基層如何被異化與解構，文革、上山下鄉運動以及農業學大寨的結

束相繼來臨也是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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